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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保护地农民共富：来自大熊猫栖
息地的证据

李　 怡，柯杰升∗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要：在我国自然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背景下，占陆域国土面积 １８％的保护地仍然面临着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 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旨在将高水平保护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以解决保护地农村农民面临的共富挑战。 从解析生

态价值转化衔接保护政策与农民福利的作用机理出发，为发展生态产业、形成保护地内生发展动力和利益导向的保护机制提供

理论支持。 聚焦生态价值转化实践，从产业发展视角构造评价指标并测度价值实现水平。 以大熊猫栖息地分布区域为对象，基
于 ２０５８ 个县级面板数据开展价值转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因果检验。 结果显示，相比设立国家级保护区的县域，被纳入国家公园

的县域有更高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价值实现更显著地提升了农民收入，弥合了城乡差距，其共富效应随地方财政支出和

农村就业的增加而不断增强，且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文化表现出差异化的影响。 研究提炼了以生态价值转化推动“保护

促发展”和“发展促保护”的逻辑链，提出引导消费者“走进来”和生态产品“走出去”相结合的价值实现路径，为新时期保护地

体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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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使命任务。 当前，我国不同区域、城乡和农村不同群体之间

依然存在着明显的以收入水平为核心的发展差距［１］。 尤其是，受限于长期以来的地理阻隔、资源利用限制和

发展机会缺失，我国的自然保护地面临着尤为突出的共富挑战。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
国于 １９５６ 年开启自然保护区建设，对野生珍稀动植物和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保护。 根据自然资源部统计，我国

现已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地 １．１８ 万个，面积超过 １．７ 亿公顷，覆盖陆域国土面积 １８％，有效保护了 ９０％的植被

类型和陆地生态系统、６５％的高等植物群落、８５％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 尽管如此，在全国 ２７５０ 个保护

区分布的 １６３４ 个县（区）中，５３２ 个县（区）与 ２０１４ 年公布的原国家级贫困县重叠，６３０ 个县（区）与 ２０１６ 年公

布的限制或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重叠，分别占原国家级贫困县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的 ６３．９４％和

７７．０２％，呈现出资源富集区、生态功能区与相对贫困区高度重叠的特征。 生态经济失衡使保护地成为我国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的薄弱环节［２］。
从破解“丰裕中的贫困”出发，将“绿水青山”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优势，是以高水平保

护促进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为此，我国在“两山”理论指引下开展了生态

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广泛实践，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一创新性战略举措［３］。 价值实现的过程，本
质上是以发展经济的方式解决生态保护的外部性问题，以市场化机制使原住民、社区、地方政府作为生态物质

产品和服务产品的供给主体获取“生态红利”，激发生态保护的内在动力［４］，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特色

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当前，我国正在从以保护区为主体向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建设转型，“保护优先”的治理理

念逐渐向“保护与发展兼容”和“保护促发展”转变［５］。 但是学术界对于生态价值转化如何与保护政策有效衔

接并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仍然鲜少理论和证据支撑。 共富视域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如何解决区域、城乡

和收入不平衡的基本矛盾、如何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促保护，是中国和全球保护行动共同关注的焦点。

１　 文献回顾

建立自然保护地是世界各国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维护生态安全的共同举措［６］。 大量国内外研究聚焦

保护政策的生态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包括栖息地面积、森林覆盖、火灾发生率、物种数量和丰富度等［６，７—９］。 随

着生态保护限制了密集的资源开采和商业开发，所导致的就业和税收损失使其被视作与经济增长不相容［１０］。
越来越多的研究意识到，孤立地实现生态目标可能对其他目标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进而破坏保护成

果本身［１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从保护中获得长期经济收益并惠益当地社区被视作拯救生物多样性的主要

解决方案［１０］，以“命令和控制”执行的保护政策逐渐向“基于市场的工具”（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ＭＢＩｓ）等
新一代环境政策过渡，减贫和社区发展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指标［１２］。

实现保护和发展“双赢”目标的关键途径之一是通过生态旅游、生态农业、许可证交易和生态补偿等市场

化路径获取替代性生计和收入［１３］，降低采伐、开垦、矿产开发等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利用。 作为中国化的理

念和实践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现了以市场机制获得生态产品的“正确价格”、解决外部性导致的市场

失灵的思想［４］，范畴超越了西方语境下基于市场环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 ＭＢＩｓ，强调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

产业化促进生态价值显化、增值［１４］，使自然生态系统的诸多有形和无形利益变现为社区居民收入和社会福

利，形成乡村内生发展的长效机制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利益导向机制［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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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的测度方面，欧阳志云等［１６］ 较早提出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ｒｏｓ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ＥＰ）的核算方法。 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从生态系统供给、调节、文化服务的类别构建复合指标体

系，对价值实现水平进行了测度［１７—２０］，包括从投入产出角度考察价值转化效率［１７］、运用市场价值法和当量因

子法核算生态产品实物量和价值量［１８］、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量与 ＧＥＰ 的比值测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１９］

等。 进一步，现有研究运用计量工具考察了价值转化对城乡收入差距［１７］、县域经济发展［２０］、城乡融合［１９］ 等

社会福利变化的影响。 从影响路径来看，市场化路径凸显了生态系统蕴含的多样化价值［２１］，形成欠发达地区

的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模式以及与城市互补的生活场域、投资空间［２２］，成为区域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促
进了城乡融合［２３］。 微观层面上，通过产业发展能够创造直接或者间接就业机会，带动农民尤其是贫困户就地

就近就业创业，提高当地工资水平并触发更广泛的与便利设施相关的增长［４］。 评价结果显示，价值实现总体

上提高了农民福祉［２］，环境收入能够显著提升农民保护意愿和行动，纾解“靠山吃山”的资源利用压力［２４］，实
现保护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多种转化路径中，旅游业催生了最重要的福利效应［１３］。 生态农业的收入贡献则

面临着生产者信息水平、技术能力以及高昂认证费用等实施成本的制约［２５］。 与此同时，精英捕获、头部效应、
外来投资者超额获取生态红利等现象亦普遍存在［２６］。

有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共富效应的研究缺少对保护地的关注，同时，复合的价值实现评价体系难以厘清

保护政策、价值转化与共同富裕的因果链接。 基于此，本文拟实现的边际贡献包括：一是揭示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改善保护地农民福利的作用路径与内在机理，为引入市场化机制实现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

是聚焦价值实现的结果，从产业发展视角构造评价指标，以期识别价值实现的方式、程度并引导其发展；三是

测度价值实现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保护地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并辨析其异质性，为新时期的保护理念和政策行

动提供决策参考。

２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理解保护地农村农民如何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受益，对于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背景下推动

共同富裕至关重要。 关于保护与福利的联系可追溯至 Ｖｏｎ Ｔｈüｎｅｎ［２７］的经典理论。 其核心思想认为土地被分

配到的最佳用途取决于地理区位。 被划定为保护区的土地本身具有“偏且远”的特征，加之保护政策限制会

进一步弱化其农业产业效益，进而导致土地总租金下降并挤出被限制产业的劳动力［１２］，区域劳动力供给相对

过剩进一步导致实际工资降低［２８］。
Ｆｕｊｉｔａ 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２９］以及 Ｒｏｂａｌｉｎｏ［３０］先后对 Ｖｏｎ Ｔｈüｎｅｎ 模型进行修正以探讨保护政策如何影响当地土

地租金、工资和福利。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等［３１］、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和 Ｌｏｋｉｎａ［２８］ 以及 Ｙｅｒｇｅａｕ 等［３２］ 等进一步尝试构造两部门模

型，纳入藉由保护政策产生的替代产业，如生态旅游，揭示保护政策可能惠益农民福利的内在机制。 基于现有

研究，本文开发了一个解释生态价值转化、保护政策和农民福利之间关联的理论框架，以解析市场化协同保护

与发展的机理。 考虑存在于保护地县域的两个生产部门：①传统产业，由直接利用自然资源的所有生产活动

组成，包括农业开垦、木材采伐、非木材产品采集以及矿山开采等活动。 ②生态产业，包括改造传统农林业、开
展环境友好型生产、与景观、文化互动提供自然教育、旅游休闲、体育活动、文化传承和康养医疗等游憩及其衍

生品、开展碳排放权、水权、排污权等虚拟环境商品生产和交易等非破坏性活动。 当地农民在从事两部门的生

计之间进行决策。
设农民从事传统产业和生态产业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ＹＴ ＝Ｆ ＬＴ Ｒ（φ）( ) ，ＫＴ，Ｒ（φ）( ) （１）
ＹＥ ＝Ｇ ＬＥ，ＫＥ，Ｑ（φ）( ) （２）

其中，φ 表示当地自然保护政策，Ｒ（·）是农民可利用的自然资源量，如木材、中药材、野生菌、矿产、水电等，是

φ 的递减函数，意味着当地可利用的自然资源量随保护程度 φ 的增加而减少，即∂Ｒ（φ）
∂φ

＜０。 ＬＴ（·）是农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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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传统产业的劳动力，随可利用自然资源量的增加而增加，有
∂ＬＴ（·）
∂Ｒ（·）

＞０。 ＫＴ是农民投入传统产业的可用资

本。 ＹＴ是农民在传统产业部门中的产量，存在边际收益递减，即∂Ｆ（·）
∂ＬＴ（·）

＜０，∂
２Ｆ（·）

∂ＬＴ
２（·）

＞０，∂Ｆ（·）
∂Ｒ（·）

＞０，∂
２Ｆ（·）

∂Ｒ２（·）
＜０。

Ｑ（·）是当地的环境质量，如物种数量、自然风景、清洁水源、洁净空气等。 Ｑ（·）是 φ 的递增函数，随当地自然

保护程度 φ 的增加而增加，即∂Ｑ（φ）
∂φ

＞０。 ＬＥ（·）是农民投入生态产业的劳动力，ＹＥ是农民从事生态产业的产

量，同样存在边际收益递减，即 ∂Ｇ（·）
∂ＬＥ（·）

＜０，∂
２Ｇ（·）

∂ＬＥ
２（·）

＞０，∂Ｇ（·）
∂Ｑ（·）

＞０，∂
２Ｇ（·）

∂Ｑ２（·）
＜０。

假定标准化的劳动力供给为ＬＴ（·）＋ＬＥ（·）＝ １，农民通过劳动力和资金的配置获得最高可支配收入：
ｍａｘ
ＫＴ，ＫＥ，

Ｗ＝ ＰＴＦ ＬＴ Ｒ（φ）( ) ，Ｒ（φ），ＫＴ( ) ＋ＰＥＧ （１－ＬＴ Ｒ（φ）( ) ），Ｑ（φ），ＫＥ( )[ ] （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Ｋ( Ｔ＋ＫＥ）≤Ｓ＋Ｋ

其中，ＰＴ和ＰＥ分别表示传统和生态产业的产品价格，Ｓ 是农民用于投资的自有资金，Ｋ 是农民可以获得的最高

信贷额度。
一阶条件满足：

∂Ｗ∗

∂Ｘ
＝ ０，ｆｏｒＸ＝ＫＴ 　 　 ＫＥ （４）

在没有保护政策情况下，即当 φ→０ 时，农民收入最大化的投入模式为ＹＴ
∗ ＝Ｆ ＬＴ（Ｒ（０）），Ｒ（０），ＫＴ

∗( ) 和

ＹＥ
∗ ＝Ｇ （１－ＬＴ（Ｒ（０））），Ｑ（０），ＫＥ

∗( ) ，可能存在两种情况：①当ＬＴ
∗（０）→１ 且

∂Ｗ∗

∂ＫＴ
＞∂Ｗ

∗

∂ＫＥ
恒成立时，全部劳动

力投入到传统产业为最优；②更一般的情况是，由于存在资源约束，上述条件往往难以成立（ＬＴ
∗（０） ＜１），传

统部门在投入一定比例的劳动力后会发生边际收益递减，从而出现传统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过剩。 在此情况

下，只要剩余劳动力在生态产业中的生产收益大于在传统产业中的生产收益，那么将剩余劳动力投入到生态

产业部门将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
在实施保护政策情况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民可支配收入（福利）的边际影响为：

∂Ｗ∗

∂φ
＝ＰＴ

∂Ｆ ＬＴ Ｒ（φ）( ) ，Ｒ（φ），ＫＴ( )

∂ＬＴ Ｒ（φ）( )
×
∂ＬＴ Ｒ（φ）( )

∂Ｒ（φ）
×∂Ｒ（φ）

∂φ
＋ＰＴ

∂Ｆ ＬＴ Ｒ（φ）( ) ，Ｒ（φ），ＫＴ( )

∂Ｒ（φ）
×∂Ｒ（φ）

∂φ
＋

ＰＥ

∂Ｇ （１－ＬＴ Ｒ（φ）( ) ），Ｑ（φ），ＫＥ( )

∂（１－ＬＴ Ｒ（φ）( ) ）
×（－

∂ＬＴ Ｒ（φ）( )

∂Ｒ（φ）
）×∂Ｒ（φ）

∂φ
＋ＰＥ

∂Ｇ （１－ＬＴ Ｒ（φ）( ) ），Ｑ（φ），ＫＥ( )

∂Ｑ（φ）
×

∂Ｑ（φ）
∂φ

（５）

由于
∂Ｆ（·）
∂Ｒ（·）

＞０ 和
∂Ｒ（φ）

∂φ
＜０，∂Ｇ（·）

∂Ｑ（·）
＞０ 和

∂Ｑ（φ）
∂φ

＞０，可得：

ＰＴ

∂Ｆ ＬＴ Ｒ（φ）( ) ，Ｒ（φ），ＫＴ( )

∂Ｒ（φ）
×∂Ｒ（φ）

∂φ
＜０　 　 （６）

ＰＥ

∂Ｇ （１－ＬＴ Ｒ（φ）( ) ），Ｑ（φ），ＫＥ( )

∂Ｑ（φ）
×∂Ｑ（φ）

∂φ
＞０ （７）

再由于
∂Ｆ（·）
∂ＬＴ（·）

＞０ 和
∂ＬＴ（·）
∂Ｒ（·）

＞０，可得：

ＰＴ

∂Ｆ ＬＴ Ｒ（φ）( ) ，Ｒ（φ），ＫＴ( )

∂ＬＴ Ｒ（φ）( )
×
∂ＬＴ Ｒ（φ）( )

∂Ｒ（φ）
×∂Ｒ（φ）

∂φ
＜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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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Ｇ（·）
∂ＬＥ（·）

＞０ 和ＬＥ ＝ １－ＬＴ得到：

ＰＥ

∂Ｇ （１－ＬＴ Ｒ（φ）( ) ），Ｑ（φ），ＫＥ( )

∂（１－ＬＴ Ｒ（φ）( ) ）
×（－

∂ＬＴ Ｒ（φ）( )

∂Ｒ（φ）
）×∂Ｒ（φ）

∂φ
＞０ （９）

根据式（９）可知，过强的保护政策 φ 的实施，将极大地抑制农民对传统产业部门的资源利用 Ｒ（φ），导致

其福利损失。 而在恰当的保护水平下，通过环境质量 Ｑ（φ）改善，能够促进生态产业部门的发展，增加农民就

地就近就业创业的机会和替代收入。 即本文将验证的第一个假说为：
Ｈ１ａ：保护政策通过促进生态产业发展提高当地农村农民收入水平，弥合城乡收入差距；
Ｈ１ｂ：不同强度的保护政策下，生态产业对当地农民具有差异化的收入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
进一步，生态产业发挥积极的福利效应需要两方面的协同机制。 一是产业协调效应，根据式（６）和（７）可

以发现，保护政策的实施将强化生态产业部门的比较收益，同时弱化传统产业部门的比较收益，而替代产业收

益的增加能否抵消传统部门收益下降，是影响农民收入的关键。 因此，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并优化城乡公共服

务至关重要［３３］。 其中，政府支出的增加有助于完善农村软硬件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生

态产业效率［３４］。
另一个协同路径是就业配置效应，根据式（８）和（９），农民能否根据保护政策下资源特性的改变，适时地

向生态产业部门配置劳动力，也将影响其最终收益。 长期以来，保护地存在大量相对贫困人口的重要原因在

于当地缺少工作机会［３５］，当地农民大多只能从事传统农业以及采集、采伐、放牧等以维持生计。 因此，更高水

平的生态产业发展需要在政府引导下，以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各类社会资本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增加就

业机会和工资水平，让生态产业部门覆盖更大范围、更多数量的农民，打破保护地以农为主的传统经济结

构［１５］。 这是保护政策下改善农民福祉、弥合发展差距的关键。 则本文还将验证的假说为：
Ｈ２ａ：有效的地方财政支出有助于发挥保护地生态产业的共富效应；
Ｈ２ｂ：更高水平的农村就业有助于提升保护地生态产业的共富效应。

３　 数据、模型与变量选择

３．１　 数据说明

本文以大熊猫栖息地分布的四川、陕西、甘肃三省 １７ 市（州）下辖 １４７ 个区县（去掉中心城区）为研究对

象，从县域层面考察不同保护政策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收入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９—２０２２
年，总样本为 ２０５８。 以大熊猫栖息地为对象，首先是因为该区域所处的秦岭、岷山、邛崃、大、小相岭和凉山六

大山系为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是全球地理景观、生态系统类型和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是国家生态安

全屏障的关键区域，同时也是高山区、深山区、贫困人口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叠加区域［３６］，地区经济发展和农

村居民收入水平低，资源依赖度高，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尤为突出。
第二，作为明星动物和旗舰物种，大熊猫保护起步早，力度大，投入高，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示范区

域。 根据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１９６３—２０１３ 年，我国共建立了 ６７ 处以大熊猫为对象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３３６００ｋｍ２，覆盖了 ５３．８％的大熊猫栖息地，保护了 ６６．８％的野生大熊猫种群。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中办、国务

院先后出台《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大熊猫国家公园规划》，将野生大

熊猫种群高密度区、主要栖息地、局域种群遗传交流廊道合计 ８０ 多个保护地划入国家公园，总面积

２７１３４ｋｍ２。 大熊猫国家公园成为我国首批试点和正式成立的国家公园之一，也是涉及省份最多、人口最多、
保护地类型和数量最多的国家公园。

大熊猫栖息地在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过程中，一方面强化了矿业权退出、小水电关停、房
地产开发限制以及管护力度加强等措施，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了多区域、多层次、多领域的生态产品价值创新实

践，如观光游览、自然教育、民族文化体验、森林探险等，并且围绕生态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推出一系列优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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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蜂蜜、野生菌、中药材、茶叶等，建立了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产销联盟，打造了“熊猫乡村”、“熊猫林里”、
“熊猫友好型产品”等区域品牌。 在生态价值实现方面的创新实践有望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镜鉴。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各省、市、县的统计年鉴，缺失数据通过各县 ２００９—２０２２ 年的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补充；二是从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ｎｇｉｎｅ、地球资源数据云平台获取降雨量、年日照时

数等数据；三是在商业查询平台天眼查等数据库中爬取每个县域各年度注册机构的信息，数据获取时间为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结合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休闲农业统计》、陕西省农业农村厅新型经营主体统计信息提

取生态产业的相关变量。
３．２　 模型设定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Ｔｗｏ⁃ｗａｙｓ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估计县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民收入和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 模型设定如式（１０）：
Ｙｉ，ｔ＋１ ＝ａ０＋ａ１ＥＩｉ，ｔ＋ａ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ϑｉ＋ｕｔ＋εｉ，ｔ （１０）

其中，Ｙｉ，ｔ＋１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以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衡量的共富效应，分别为县域 ｉ 在 ｔ＋１ 年

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Ｉｎｃｏｍｅｉ，ｔ＋１，城乡可支配收入比Ｇａｐｉ，ｔ＋１。 这里采用被解释量的滞前项以反映解释变量

影响的时滞。 ＥＩｉ，ｔ是以生态产业表征的县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表示影响县域农民收入的控制

变量， ϑｉ、ｕｔ、εｉ，ｔ分别表示县域固定效应（Ｃｏｕｎｔｙ ＦＥ）、年份固定效应（Ｙｅａｒ ＦＥ）和随机扰动项。
进一步，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不同保护政策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共富效应。 在我国自然保护政策的

变迁过程中，以自然保护区建设为主的历史时期采取了抢救性、封闭式、堡垒式保护［５］，保护区内及周边居民

的采伐、采矿、种植、放牧、采药等活动被严格限制，诱发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长期矛盾。 自国家公园建设以

来，高位推动下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文件，提出特许经营、保护地役权以及社区共管等改革措施，明确将科学保

护和合理利用作为国家公园的双重内核，致力于在“保护第一”约束下以适度的市场化机制促进生态产品价

值转化［４］。 故在式（１）基础上，引入表征保护政策强度的变量，设置基础模型如式（１１）：
Ｙｉ，ｔ＋１ ＝β０＋β１ＥＩｉ，ｔ×ＮＰ ｉ，ｔ＋β２ＥＩｉ，ｔ×ＰＡｉ，ｔ＋β３ＥＩｉ，ｔ＋β４ＮＰ ｉ，ｔ＋β５ＰＡｉ，ｔ＋β６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ϑｉ＋ｕｔ＋εｉ，ｔ （１１）

式中，ＮＰ ｉ，ｔ为纳入国家公园建设的县域，以 ２０１５ 年出台《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为节点，２０１５ 年之前，ＮＰ ｉ，ｔ

＝ ０，２０１５ 年及之后，纳入国家公园的 ３０ 个县ＮＰ ｉ，ｔ ＝ １。 ＰＡｉ，ｔ为设有国家级保护区的县，３８ 个设有国家级保护

区的县域ＰＡｉ，ｔ ＝ １，没有则为 ０。 被纳入国家公园后不再同时计入保护区县。 核心解释变量为生态产业和国家

公园、保护区政策的交互项形式，即ＥＩｉ，ｔ×ＮＰ ｉ，ｔ和ＥＩｉ，ｔ×ＰＡｉ，ｔ，其估计系数β１、β２反映了不同类型保护地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收入效应的异质性。
３．３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核心解释变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测度是本文拟突破的关键。 在大熊猫栖息地，已有团队进行了生态

产品总值（ＧＥＰ）的估值研究［３７］。 相比较理论价值，本文认为，生态产业发展水平（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Ｉ）是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表征，体现了价值转化的过程和结果。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及保护区所在地，广泛开

展了以游憩、休闲、自然教育、康养、文化创意等生态旅游为主的文化价值实践，以生态种植、养殖、认证等生态

农业为主的供给服务价值实现以及碳交易、水权交易等许可证交易为主的调节服务价值实现［２６］，本文以实体

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县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具体地，参照文化、旅游、数字产业发展水平的相关评价［３８—４０］，采
用从事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文化以及许可证交易的企业、合作社、机构等经营主体数量进行衡量。 如表

１ 所示，以“农家乐”、“民宿”、“酒店”、“研学”、“大熊猫”、“国家公园”、“有机”、“绿色”、“碳汇”、“矿泉水”
等关键词在商业查询网站“天眼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ｉａｎｙａｎｃｈａ．ｃｏｍ ／ ）进行变量筛选，按照省－市－县和不同年度

统计经营主体的数量。 各类经营主体数量越多，表示以创业和就业形式从事生态价值转化的群体越多，则生

态产业发展水平越高［４１］。
同时，参照 ＩＵＣＮ 自然保护地分类，以国家公园（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ＮＰ）和保护区（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ＰＡ）代理

不同强度的保护政策。 国家级保护区（分类为Ⅰａ）代表严格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分类为 ＩＩ）代表严格保护

０８３１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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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的有限利用。 根据表 ２ 所示描述性统计，研究区域平均每个县域的新型经营主体为 ３２８ 个，其中国家

公园县的经营主体数为 ７９１ 个，保护区县为 ２９２ 个。 国家公园县生态价值实现水平高于保护区县和平均

水平。

表 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评价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评价指标
Ｉｎｄｅｘ

指标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价值形态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

产品形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ｏｒｍ

产业形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ｏｒｍ

变量筛选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水平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文化服务 游憩、 景 观、 文 化、
教育

旅游及其衍生品、大
熊猫及各类动植物
文创产品

生态旅游、生态文化
产业

农家乐、民宿、星级酒
店、研学机构、经营“大
熊猫”和“国家公园”文
创产品的企业

供给服务 初级产品、加工品 生态认证的农、林产
品及其加工品

生态农业 有机产品、绿色食品、
地理标志产品的从业
企业、农场、合作社等

调节服务 固碳 释 氧、 水 源 涵
养、空气净化等

碳汇、饮用水等 碳汇 产 业、 饮 用 水
产业

从事碳汇交易及饮用
水供应的企业等经营
主体

被解释变量：在测度共同富裕的多样化指标中，收入通常被视作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核心概念［２３］。 本文采

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检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收入效应，采用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收入差

距，检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收入分配效应。
控制变量：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十分复杂，参考已有文献［４２—４３］，本文选取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ＧＤＰ）、城镇化率、年降雨量、乡镇规模和金融资本作为控制变量。 同时，还将采用年均日照量作为

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财政支出和农村就业人数进行机制检验。 表 ２ 展示了上述变量的定义和描述

性统计。

表 ２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定义 ／ 单位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 Ｕｎｉｔ

样本量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生态产业 ＥＩ 生态产业经营主体累计数 ／ 个 ２０５８ ３２８．３４６ ４９４．２７８
国家公园县 ＮＰ 被纳入国家公园＝ １，否＝ ０ ２０５８ ０．１１７ ０．３１８
保护区县 ＰＡ 有国家级保护区＝ １，无＝ ０ ２０５８ ０．２２９ ０．４２１
农民人均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千元 ２０５８ １０．１８８ ５．４２４
城乡收入差距 Ｇａｐ 城 ／ 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 ２０５８ ２．１６７ ０．６８３
经济发展水 ＧＤＰ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千元 ２０５８ ３１．１９７ ２２．９６２
城镇化水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城镇化率 ／ ％ ２０５８ ３４．７４５ １１．４７４
年降雨量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年降雨量 ／ ｍｍ ２０５８ ９４１．２４２ １９３．９２１
乡镇规模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乡镇数量 ／ 个 ２０５８ １９．２３７ １０．７７１
金融资本 Ｃａｐｉｔａｌ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 万元 ２０５８ ５７．６１５ ８１．２４２
年均日照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年均日照量 ／ 小时 ２０５８ １６７０．４２５ ４７４．４２０
财政支出 Ｆｉｎａｎｃｅ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亿元 ２０５８ ２０．１８６ １３．９０５
农村就业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乡村从业人数 ／ 万人 ２０５８ １４．１５６ １４．０２１

　 　 ＥＩ：生态产业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Ｐ：国家公园县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ＰＡ：保护区县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４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４．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共富效应

　 　 表 ３ 报告了基于模型（１０—１１）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收入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 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以
生态产业表征的县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乡收入比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生态产

１８３１１　 ２４ 期 　 　 　 李怡　 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保护地农民共富：来自大熊猫栖息地的证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业发展对促进本县农民增收具有正向作用，但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无论是国家公园还是保护区，保护

政策本身均对农民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但国家公园县的生态产业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第三，生态产业和保

护政策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比的系数显著为负，即有效缓解了保护地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 可知在适度管制

的保护政策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藉由国家公园政策促进了所在县域农村农民的收入增长，而保护区县生态

产业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未能显著提升农民收入，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乡收益分配和发展差距。

表 ３　 基础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ｏｄｅｌ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农民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城乡收入差距
Ｇａｐ

生态产业 ＥＩ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生态产业×国家公园县 ＥＩ×Ｎ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生态产业×保护区县 ＥＩ ×ＰＡ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国家公园县 ＮＰ －４．９０２∗∗∗（０．５９７） ０．６１３∗∗∗（０．１２２）

保护区县 ＰＡ －４．３１７∗∗∗（０．５８０） ０．４６５∗∗∗（０．１１０）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域固定效应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５８ ２０５８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９２０ ０．４４３

　 　 表中∗、∗∗和∗∗∗分别表示通过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Ｙｅｓ 表示对控制变量或固定效应进行控制；ＦＥ：固定

效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４．２　 内生性检验

生态产业和农民福利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等诱发的内生性问题，在已采用滞前项基础上，进一步结合

工具变量法（ＩＶ）探讨因果关系。 根据理论模型推论，良好的环境质量是发展生态产业的前提，是保护政策与

生态产业衔接的关键。 本文采用年均日照量作为工具变量，理由是：相关研究探讨了充沛阳光、清洁空气等环

境因素与企业和劳动力选址的关联［４４］，发现生态产业尤其是生态旅游极大地受到气候条件影响。 年日照量

并不与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直接相关，同时满足严格外生、与解释变量高度相关等要求。 对基础模型进

行 ２ＳＬＳ 检验，第一阶段回归显示年日照量与生态产业、保护地生态产业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年

日照量越充沛，开展旅游、观光、康养等经营活动的市场吸引力越大，越有利于生态产业的开展。 第二阶段回

归结果与基础模型一致，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１ａ 和 １ｂ。
４．３　 机制分析

进而，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采用同期财政支出的交互项考察政府对新兴生态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如表

４ 所示，生态产业和政府财政支出、国家公园生态产业与政府财政支出的交互项对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国家公园县和保护区县的生态产业发展随着财政支出增加发挥了积极的收入分配效

应。 这一结果表明，保护地县域财政支出更多聚焦于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而不是直接作用于

农民民生支出。
纳入同期乡村从业人数检验并揭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渠道。 由表 ４ 可知，国家公园县、保护区县

生态产业与农村就业人数的交互项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系数显著为正，对城乡收入比的系数均显著为

负。 两组结果表明，生态产业尤其是国家公园县生态产业的发展促使当地农村家庭向新的优势生产部门调整

劳动力配置，更好地利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收入效应随着农村就业人数的上升而增强。 本文的研究假说 ２ａ
和 ２ｂ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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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机制效应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ｅｓｔ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农民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农民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城乡收入差距
Ｇａｐ

城乡收入差距
Ｇａｐ

生态产业×财政支出
ＥＩ×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生态产业×国家公园县×财政支出
ＥＩ×ＮＰ×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生态产业×保护区县×财政支出
ＥＩ×ＰＡ×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生态产业×农村就业
ＥＩ×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生态产业×国家公园县×农村就业
ＥＩ×ＮＰ×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生态产业×保护区县×农村就业
ＥＩ×ＰＡ×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域固定效应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５８ ２０５８ ２０５８ ２０５８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９２１ ０．９２１ ０．４５０ ０．４５９

　 　 表中∗、∗∗和∗∗∗分别表示通过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４．４　 生态产业的差异化影响

在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视为一个整体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揭示不同价值实现路径的差异化影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生态旅游”作为全球平衡生态多样性保护与社区生计的举措迅速发展［１３］。 调查发现，依
托丰富的自然景观和较低的投入成本，大熊猫栖息地农村农民普遍以经营农家乐等方式发展生态旅游，同时

也表现出同质化、低水平、头部效应等问题。 近年来，民宿、研学、康养等多样化形式超过了农家乐的增长。 同

时，生态农业和生态文化产业快速兴起，重塑了保护地的生态经济格局。 本文分别对生态旅游（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ＴＩ）、生态农业（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ＡＩ）以及生态文化产业（Ｅ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ＣＩ）进行检

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首先，在国家公园县，三种类型的价值实现路径均表现出明显的收入改善，但在保护区

县，仅有生态文化产业具有正向显著的收入影响，生态农业甚至减少了农民收入。 结合作者的实践调查，生态

农业涉及的产业链条较长，农民个体往往不能与市场有效对接，大量集中在同类产品如蜂蜜、重楼、木耳等产

品生产，加工能力不足，销售范围有限，短期内甚至可能造成收入损失。 当前，生态旅游仍然是最普适的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方式，生态文化产业表现出积极的收入和分配效应，但在非保护地可能将生态福利导向城市。
第二，城乡差距方面，国家公园县的生态旅游、生态文化产业和保护区县的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和文化产业，均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融合。 第三，在没有保护政策影响下，生态旅游和生态文化产业能够正向促进农民

收入增长，但是，三种路径均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验证了基础模型的结论，即非保护地县域的生态福

利更多流向城市。
最后，本文通过替换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替换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首先，将解释变量从生态产业

经营主体的累积量替换为新增量，以新增经济主体反映经营活动的变化。 估计结果显示，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后的估计效应与基础模型一致。 然后，在诸多关于福利变化的衡量标准中，收入和支出是其中最典型和直接

的衡量指标［３２］。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农村人均消费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之比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根据检

验结果，以消费测度的共富效应支持了基础模型的结论。 再次，将样本提换为四川省县域样本。 四川省是最

早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的省份，划入国家公园面积达 １９３００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８７．７％，有野生大熊猫 １２２７
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 ９１．６％。 结果显示，在更大的保护压力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效发挥了

大熊猫 ＩＰ 的收入效应和分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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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考虑生态产业的差异化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农民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农民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农民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城乡收入差距
Ｇａｐ

城乡收入差距
Ｇａｐ

城乡收入差距
Ｇａｐ

生态旅游产业
ＥＴＩ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生态旅游产业×国家公园县
ＥＴＩ×Ｎ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生态旅游产业×保护区县
ＥＴＩ×ＰＡ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生态农业产业
ＥＡＩ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生态农业产业×国家公园县
ＥＡＩ×Ｎ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生态农业产业×保护区县
ＥＡＩ×ＰＡ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生态文化产业
ＥＣＩ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７）
生态文化产业×国家公园县
ＥＣＩ×ＮＰ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９）
生态文化产业×保护区县
ＥＣＩ×ＰＡ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６）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域固定效应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５８ ２０５８ ２０５８ ２０５８ ２０５８ ２０５８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９２２ ０．９１６ ０．９１５ ０．４３８ ０．４４０ ０．４４７
　 　 表中∗、∗∗和∗∗∗分别表示通过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ＥＴＩ：生态旅游产业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ＡＩ：生态农

业产业 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ｒｕ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ＣＩ：生态文化产业 Ｅｃｏ⁃ｃｕｌｔｒｕ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５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保护地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问题出发，在理论上构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协同保护与发展的

作用机理，聚焦产业发展构建了价值实现水平的测度指标，以大熊猫栖息地分布区域为对象，探析了生态产业

在不同保护政策下促进农民增收和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基本结论是：第一，以生态产业表征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显著促进了国家公园所在县的农民收入增长，减缓了城乡收入差距，意味着国家公园政策与市场

化价值实现机制的有效结合助推了区域和城乡共同发展。 第二，保护区县生态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尚未

表现出明显的收入效应，但是具有积极的收入分配效应。 第三，地方财政支出和农村就业率增长是保护地生

态产业发挥共富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 第四，从不同产业类型来看，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和生态文

化产业均表现出显著正向的收入效应和分配效应，但在保护区县和其他地区，生态农业甚至阻碍了收入增长。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包括：一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证明，保护促发展既是

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依托生态保护的成果，以适度的市场化机制发展生态产业，是保护地实现农民增收和城

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必要举措。 二是应以有效的制度规范作为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共享的基石，防范价值实现

的红利被外来经营者或者精英群体捕获。 国家公园自建设伊始，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经济活动的

政策，对特许经营、企业和社会参与、社区发展等做出规定，特别强调了经营主体与农民的利益联系，这是其能

够以高质量发展践行共富目标的关键。 第三，共富目标必须与“保护第一”原则兼容。 作为保护地可持续发

展的新质生产力，尽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富民效应显著，尤其是生态旅游，但是考虑保护地的生态承载能

力，应分类制定引导消费者“走进来”和生态文化、生态农业产品“走出去”相结合的价值实现路径，以开发和

保护的有效平衡、资本、劳动与资源的有效组合、政府监管服务与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协调，推动我国基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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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护的高质量发展，形塑内生发展和自觉保护的动力机制，为全球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行动贡献

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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